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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未来教育的形态



与大数据同行的学习就是未来的教育，这既是书名的意义，也是本书的主题。“大数据”一词反映了人们愈益意识到我们大家留下的数字痕迹，就如“大数据”关注数据本身一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邓肯·沃兹（Duncan Watts）认为，有关人们行为和喜好的丰沛数据正改变着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从数据最贫瘠的领域转变为数据最丰富的领域。在从商务学到社会学再到文学这样一个又一个领域中，我们获取和解释数据的能力得到迅速成长，同时也需要获得新的工具。

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这一点在教育领域或许显得更为真实。多年以来，事实上是多个世纪以来，教育领域的决策从来就是在缺乏任何数据的基础上作出的。常识（common sense）一直成为正常的决策资源，即使在常识导致消极结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常识其实只是习惯和一厢情愿的混合物罢了。

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写到塞巴斯蒂安·迪亚兹（Sebástian Díaz）受数据驱动的关于学生矫正教育（remedial education）的发现：要求学生修读全部大学课程可能确实会导致他们辍学而不是毕业。迪亚兹的这一发现与当前美国政策所鼓励之事并不一致，而这种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背离足以让教育家们欲哭无泪。由此可见，如果仅通过常识来设计一种教育体系，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那就只会导致一种情况——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们当前的政策或许正在浪费生命，而我们却还没有制定出可以取代它们的有效政策。

弄明白哪些教学技术确实会产生作用，而哪些教学技术不会产生作用，正是本书所探讨的一场革命。

与大数据同行的学习意味着两种迥异的学习过程。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是在一个同样也在向他们学习的体系中学习着课程。这一体系知道学生何时需要加倍依赖于概念，知道何时需要继续往下学习，还知道如何让学生在每一天中平衡“温故”和“知新”。这些学生是在伴随着大数据而学习，因为在他们所身处的系统之中，有关他们如何从事与他人和课程目标相关之事的证据，可以在分秒之中产生，而不是需要一个学期或学年才能出现。

但是，教育工作者们也在伴随着大数据而学习。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检验假设，来比较方法，来了解（而不只是猜测）什么是有效的和什么是无效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对于学生来说将是一种改进，而对于教师来说则会是一种转型。

克里斯·阿吉瑞斯（Chris Argyris）是一位组织理论专家，他介绍了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大多数组织采用被阿吉瑞斯称为“单回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的模式，它们在学习中犯了错误之后才会努力去纠正。例如，当一所学校进行的一次考试或一堂课的难度过低或者过高时，学校就会确定问题并在下一次加以克服。这就是单回路学习——犯了错误，将其抓住并予以纠正，尔后继续前行。

“双回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则与之不同。一个践行双回路学习的组织会纠正自身的错误，但它还会做许多更重要的事情，包括分析其犯错的原因。双回路的学习需要分析组织本身在反馈回路中所使用的大量数据。本书中诸多有趣的故事都是关于双回路学习的，例如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在运用学生如何学习的数据时，他不只是在设计教学，而是在设计可汗学院本身。

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认识到了这一巨大的进步。大多数组织习惯性地拒绝变革，而且并不认为这种变革将是迅速的或是由精英们领导的。只有当创新经常出现时，比如要改变人们过去受到不好的服务或根本没有受到服务的状况，这种变革才会发生：人们需要矫正教育，人们处在当前功能健全的机构之外，当前的教育制度让所有年龄段的人感到失败。

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认为，这一变革最终将波及各行各业。从生物学界到篮球界，最初都会有一些员工在短期内抗拒数据驱动的分析，但在数据能够影响结果的每一个领域，最终都会采纳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教育机构同样如此，一开始只有少数机构愿意接受，但最终会扩展到全部。

正如作者所说：“信息技术作为进步的基础是不容置辩的，但当下面临的变革并不是技术层面上的。”当前的变革是组织变革。要作出应用数据的决定，就不得不成为知道如何变革自身的那种组织，以便回应新信息，回应经常与传统实践相冲突的新信息。

我们第一次要求自己拥有理解学生正在做什么的能力。我们能够理解在最大规模情况下学生是如何学习的，理解在任何给定的学年中数以百万计的各种数据。我们能够理解在最小规模情况下学生是如何学习的，理解每一个个体在10分钟的课程中是如何学习的，而不只是每一个个体是如何学习的。不同于旧有的调查世界和样本，我们能够连接上述两类规模——大数据是数以亿万计的小数据的汇集。

高等教育的未来依赖于本书巧妙而有力地论证的特征：教学的个性化、把有效努力从无效努力中分离出来的反馈循环，以及由大规模数据集的概率预测而产生的设计或体系。决定着教育之未来的，是那些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来适应学习的组织。

［美］克莱·舍基（Clay Shirky）

美国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教授

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

著有《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等畅销书




序二 大数据时代教育的新图景



欣闻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思·库克耶新作、赵中建教授翻译的《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即将出版，受邀为该书撰写序言，于是有机会先睹这本介绍大数据时代教育变革的新书。

初识赵中建教授，缘于他关于其《创新引领世界——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一书内容的讲学。今天，又看到赵教授翻译的《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感觉很酷。这是一本与时俱进，站在当今信息技术与教育变革最前沿的力作，让读者一下子就站在时代的前沿，对大数据与教育的关系有个初步的了解。可以说，这是身处大数据时代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需要阅读的一本关于未来教育发展的普及读物。

在这本书里，作者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通过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大量惊人的证据、高瞻远瞩的科学家视野，阐明了他们对大数据时代教育将如何变革的深刻理解，给读者描绘了未来大数据时代人们全新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的图景。

大数据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在教育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明显，无论是银行、电信、铁路、航空，还是军事、政治、工业、商业，基于大数据的决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各行业运行的基础。

以医疗行业为例，21世纪，临床医学借助新兴科技的发展，进入了以科学和大数据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时代。例如，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与X射线、超声波、核磁共振技术相结合，促进了基于大数据的新型复杂成像技术的发展。生物信息学、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以及大数据分析在医学临床和科研中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理念与技术。在解剖、病理、生化、药理等基础学科的实验基础之上，医学从古代经验型医学的范式，进入现代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时代，在临床中采用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及多中心研究的科学方法，系统地收集、整理大数据样本研究所获得的客观证据以作为医疗决策的基础。临床医生根据最新的指南对疾病进行诊疗，避免了过去依据个体经验积累来进行医疗决策时有可能发生的偏差和失误。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教育系统依然沿袭远古教育的范式，主要依靠教师的个人教学经验对课堂上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判断和制定教学决策。21世纪后，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都倡导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教学，力争做到像医学一样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大数据来调整教学策略，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基于证据的教学（evidence-based teaching, EBT）,这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未来教育的理想形态。

过去，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展实证教学受到技术水平的局限，要收集和处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大数据比较困难。现在，随着全社会移动终端的普及、云计算服务的发展、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突破，基于学生行为大数据分析的教学将逐步变成现实。

在本书中，作者具体介绍了教育中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实例，如可汗学院的学习分析系统、Coursera的主讲教师如何基于大数据改进教学、亚马逊如何基于大数据实现高精确度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故事，深入讨论了大数据给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给读者展示了大数据改变教育教学的美好前景。全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可供关心新兴技术对教育发展之影响的研究者参考，更值得广大一线教师阅读学习。

黎加厚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术带头人

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英特尔未来教育中国项目专家组专家




1 薄暮





大数据正在进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并将对这个世界的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有效率的，并且揭示那些过去无从发现的谜题。






截然不同的教学形式



达瓦（Dawa）正在集中注意力。他在笔尖上蘸一抹颜料，小心翼翼地下笔画出一条细细的黑线，然后又蘸了一点颜料，再画出一条细细的黑线。几小时后，一副唐卡——由迷人的几何细节构成的、描绘佛祖的丝绸卷轴画——逐渐成形。

屋外，环绕着不丹首都廷布四周的喜马拉雅雪峰，在傍晚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屋内，达瓦和他那些同样20来岁、身着蓝色长袍的同学们，已经在中年师父的注视下持续作业了很长时间。

唐卡画家的培养遵循传统。达瓦和他的同学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拓宽思维，而是为了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徒。这里的学习，不是探究，而是模仿。早在几百年前就制定下的诸多规则，决定了该画什么、画在哪里和怎么画。

达瓦的师父要确保这些年轻人严格遵守他的指令，重复那些先代唐卡画家的操作。对规则有任意一点的偏离或是破坏，不仅会惹得师父怒上眉头，还会遭到严令禁止。最好的画家，是能够完美再现师父作品的学徒。尽管师父给予的持续指导能够实现即时的反馈，但这仍然是一种极度缺乏数据的学习形式。

这与吴恩达（Andrew Ng）的教学形式有根本上的区别。吴恩达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在互联网上教授他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课程。吴恩达教授是提供在线课程服务的新兴公司Coursera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尝试预示着大数据对教育的变革。

吴恩达教授收集所有关于学生举动的信息，从中提取最有效的内容并将其纳入系统设计，从而使他的课程能够自动实现：教学的改善，学生理解力和成绩的提高，基于个人需求的定制教育。

比如，他追踪学生与视频讲座的互动行为：当学生观看视频时，点击了暂停或快进键，又或是在视频结束前选择了放弃——这种数字互动意味着学生提早溜出了课堂。他能发现学生多次回看同一门课程，或者后退至上一个视频浏览课程内容的行为。此外，他也会在视频课程中穿插突击测验，其目的并不是要督促学生集中注意力学习，这种重视课堂纪律的古老教学形式不是他关注的内容，他想知道的是，学生是否正在领会教学材料，以及是否卡在了某个问题上。每一个学生个体，都是他的观察对象。

通过追踪学生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上完成作业和测验的情况，吴恩达教授能够确定学生需要额外帮助的具体内容。他可以分析整个班级的数据，观察这一群体的学习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对课程进行调整。他甚至可以把这些信息与不同年级的不同班级作对比，从中判断最有效的课程元素。




数据的非凡效果



这些举措的确扩大了吴恩达教授的班级规模——成千上万的学生参与了他的课程学习——数量大到足以支撑他的研究成果，而大多数教育研究的开展仅仅基于小范围的观察对象。然而，班级规模本身并不是重点，数据才是其中的关键。

吴恩达教授已经发掘了数据的非凡效果。比方说，在追踪学生观看视频课程顺序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是循序渐进的，然而在课程进行了数周之后（第7课前后），他们会跳回到第3课——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他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第7课要求学生用线性代数书写一条公式，而第3课是一堂关于数学知识的复习课，显然许多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能力信心不足。由此，吴恩达教授知道了该如何改进他的课程，即在那些容易让学生感到气馁的地方提供更多的数学知识回顾。而具体在哪里加入复习的知识点，正是数据提示给他的。

还有一次，他发现许多学生在重复同一主题的课程。针对这一现象，他采取的手段是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当用户的学习进程出现顺序上的交错时，统计数据的显示颜色将由深蓝色变为鲜红色。在第75课和第80课，正常的学习秩序被打乱了，学生们在以各种各样的顺序反复观看视频。对此，吴恩达教授的心得是：学生们正在努力尝试把握其中的概念。于是他认识到，如果教师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就会重新制作课程，并且检查由此产生的数据，以确保此类情况得到改善。




大数据正在进入教育的方方面面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数据得以发掘。通常，论坛帖子的内容价值，是通过对文章的读者人数和评论人数的追踪加以判断的。但是，吴恩达教授开展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统计研究，用以“真实判断”课程论坛发帖的有效性。他查看的数据是：在家庭作业或测验中做错了某个习题，但在阅读了某个特定的论坛帖子之后，能够正确解答同一习题的学生比例。

例如，2011年，在一门机器学习的课程中，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做错了关于“计算成本”的线性回归。但在浏览过第830篇论坛文章的学生中，则有64%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后，当有学生犯同样的错误时，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第830篇论坛文章为他们答疑。在这里，确定最适合学习的论坛内容，凭借的是数据驱动的手段，而不是学生的自行判断。

这种大数据应用策略并不局限于吴恩达教授在斯坦福的课程，相关课程仅仅是这个领域中的先驱尝试。大数据正在进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并将对这个世界的学习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别于“讲台上的贤能者”的传统教育



本书讲述的是大数据如何改变教育。大数据帮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视角判断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展示那些以前不可能观察到的学习层面，实现学生学业表现的提升；可以基于学生的需求定制个性化课程，促进理解并提高成绩。

大数据帮助教师确定最有效的教学方式，这非但不会剥夺他们的工作，反而会提高工作的效率和趣味性。学校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也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和社会差异。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强大的实证工具，让我们能了解如何教，又能了解如何学。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通常称为“慕课”）——在过去几年中占据新闻头条、类似吴恩达教授在斯坦福开设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书籍。MOOCs使教育大众化成为了可能，因此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飞跃。但是在某些方面，MOOCs仍然等同于强调“讲台上的贤能者”的传统教育，其差别仅在于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上。

而MOOCs的其中一个构成要素却是崭新而强大的，那就是它能产生大数据。大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有效率的，并且揭示那些过去无从发现的谜题。




风投资金涌入教育领域



大数据促进了教育和技术的结合，激发了创业者的想象力，吸引着投资人的资金。仅2012年一年，就有超过10亿美元的风投资金注入教育领域，这个数字比5年前足足增加了一倍。这一迹象表明，教育科技的时代已经到来，业界充斥着特有而晦涩的缩写名称，如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学习管理系统）和ITS（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智能教学系统）等。而像Noodle、Knewton和Knowillage Systems这些有着可爱名称的公司也随处可见。

传统企业，如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新闻集团（News Corp.）、培生教育集团（Pearson）和楷博教育（Kaplan）已经在这一领域建立据点，投入的研发和收购资金达到数十亿美元。根据知名教育科技市场调查机构GSV Advisors的估计，在线学习市场的价值超过千亿美元，并且以每年25%的速度不断飙升。在美国，对教育的整体开支高达1.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9%，仅次于医疗卫生。




大数据服务于各行各业



从根本上说，本书讲述的内容不仅仅针对教育，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说明教育作为社会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如何运用数据，并且为大数据在未来如何改变生活和工作提供个案研究。尽管在这本书里，我们关注的是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发展，但是其中涉及的概念却与所有的行业、企业和组织相关，无论是医院、石油公司、科技创业公司、慈善团体还是军队。

本书也扩展了有关“如何学”和“学什么”的人类知识——社会必须加深对这个世界的概率本质的理解，而不是拘泥于自古以来便左右人类探究行为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之中。

因此，本书旨在引导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去迎接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如果你对大数据时代人类如何获取知识感兴趣，这本书也能给予解答。

在下一章，我们将提出大数据重塑学习的三个主要特征：反馈（feedback）、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和概率预测（probabilistic predictions），并围绕由可汗学院推广的“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等概念展开描述。“翻转课堂”指的是学生在家观看课程视频并在课堂上完成作业，与传统课堂惯例相反的教学模式。

第三章介绍了改变教与学方式的各种平台，包括在线课程和电子课本等。并深入探讨了适应性学习（adaptive learning）和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理念。前者依照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定制教学进度和内容，后者帮助我们寻找最高效的教学方式。

第四章关注的是大数据教育应用的潜在危害，从由数据留存引发的忧虑，到新形式的编组制带来的问题。学生可能会成为量化评估的受害者，如仅仅因为表现出的倾向而非实际行动便遭到预防性的惩罚。

第五章对大数据重塑教育带来的根本变化加以总结，即概率高于精确。

大数据和教育的结合激发出许多关于教育的假设：在制定教学日和校历表的时代，大部分人还在农场工作，而新的数据可能显示这在今天已不太适用；学生们按照年龄升年级，而一个支持自定义进度的课程系统能够证明这类因循守旧的做法效率不高且意义甚小。因此，在大数据的世界里，我们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对其带来的变化是否做好了准备、面对这些变化是否采取了行动以及能够从中发现什么。




大数据将为教育带来巨大变革



达瓦注视着他模仿师父画下的黑线，随后又画了一次，试图做到如师父教导的那般精确。这一过程似乎过于机械，难以称之为教育，而西方的传统教育也曾经一度与不丹的唐卡画家培训非常相似。

据传说，过去的法国教育部长们只需查看一下他们的怀表，就能准确得知这个国家每一个孩子在那个时间点上正在学习什么。在美国，1899年的教育署长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也曾夸口说，学校有着“机器的外观”，能够培养孩子“有条不紊地行动，并在自己的位置上端坐”等被动服从的美德。

的确，假如生活在两三个世纪前的人物——比如英国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法国的塔列郎（Talleyrand）、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走进今天的教室，他们会感到相当的熟悉。他们可能会说：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校园之外的世界早已变得几乎面目全非。

而与此同时，人们一直在关注利用CD、电视、广播、电话和计算机等技术变革教育的机会。“在公立学校里，书本将很快过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在1913年满怀信心地说，“人类知识的所有门类都可以通过动态影像来进行教学。我们的学校系统会在十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数据能否超越那些力量甚微的创新而真正地变革教育呢？

对吴恩达教授而言，这场变化的发生速度，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过去在校园里，他的机器学习课程一个学期的选修人数是几百名，而当他在2011年把课程搬上互联网之后，注册的学生突破了10万人，其中约有4.6万人确实开始了课程学习，并提交了第一次的作业。在为期4个月的课程结束之前，他又扩充了113个长度约10分钟的视频，这时已有2.3万人完成了大部分的学习任务，有1.3万人因成绩合格而获得了结业证书。

10%的完成率看起来似乎相当低下，而其他网络课程的完成率甚至只有5%。事实上，吴恩达教授的一位斯坦福同事——Udacity（Coursera公司的竞争对手）创始人之一的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曾经于2013年秋天公开宣称MOOCs是一个失败的新生事物，而他提出该主张的原因就在于其过低的完成率。然而这类忧虑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即使就这个完成率而言，吴恩达教授单独一门课程的学生人数，如果凭借传统的教学手段，则需要他终其一生才能达成。

大数据已经做好准备为教育带来它所期待的巨大变革。下面，就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些变化将会如何发生。




2 改变





大数据改善学习的三大核心要素：反馈、个性化和概率预测。





过去我们相信自己发现因果关系的能力，如今必须意识到我们通过大数据看到的往往是相关关系。






令人愉快的双赢设计



路易斯·冯·安（Luis Von Ahn）的外表与行为和大家身边典型的美国大学生没什么两样。他喜欢打电子游戏，喜欢飞快地驾驶他的蓝色跑车，他就像现代的汤姆·索亚（Tom Sawyer），热衷于差遣别人替他做事。但是人不可貌相，实际上，冯·安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之一，而帮他做过事的，足足有10亿人。

10年前，22岁的研究生冯·安参与创造了一项名为CAPTCHAs的技术，要求人们在注册电子邮件等网络应用时输入弯弯曲曲的文字，以证明进行此操作的是人类而非恶意灌水的程序。冯·安把CAPTCHAs的升级版（reCAPTCHA）卖给了谷歌，这个版本要求人们输入扭曲文字的目的不仅是作验证，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破解“谷歌图书扫描计划”中那些计算机难以识别的文字。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发挥了一项数据的两种作用：在线注册的同时识别文字。

在那之后，成为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的冯·安开始寻觅更多的“一石二鸟之计”——使人们提供的零散数据为两种目的服务。于是，在2012年，他启动了新的设计——多邻国（Duolingo），通过网站和智能手机APP帮助人们学习外语。作为一个幼年在危地马拉学习英语的人，冯·安对学习外语抱有共鸣，而更重要的是，多邻国的教学方式非常巧妙。

它要求人们在同一时间翻译一些较短的词组，或者评价和修正其他人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翻译软件呈现其自创词组的做法，多邻国呈现的是需要翻译的文档中的真实句子，因此公司能够从中获取报酬。一旦有足够的学习者能够翻译或验证特定词组，系统就会接受他们的译文，并收集所有零散的句子，将其整合到完整的文档之中。

多邻国的客户包括CNN和BuzzFeed等媒体公司，后者通过多邻国的服务，翻译用于其海外市场的相关内容。和reCAPTCHA一样，多邻国也是个令人愉快的“双赢”技术：学习者免费获得外语学习指导，同时制造具有经济价值的产物作为回报。

此外，还有第三个益处，那就是多邻国收集的“数据尾气”（data exhaust），即由人们与网站之间的互动中衍生的副产品：如熟练掌握一门语言的某一方面需要多长时间、最合适的习题量是多少、落下几天进度的后果等等。冯·安意识到，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采取某种方式加以处理，从而揭示出促进人们学习的最佳策略。在非数据环境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然而，对于2013年间的每一天都有大约100万访问者，并且人均花费30多分钟用于线上学习的多邻国来说，巨大的用户数量足以支撑此类研究。

冯·安最重要的发现是：关于“人们怎样学得最好”的问题是错误的。重点不在于“人”怎样学得最好，而是具体的“哪个”人。对此，他解释说，针对最佳语言学习方法的实证研究数量很少，比方说，在许多理论中，主张先教形容词，再教副词，但几乎没有确凿的数据支撑。他指出，即使存在相关数据，通常也是针对数百名学生的小规模研究所得，将之作为普遍的研究发现加以推广，终究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不以多年来数以千万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呢？多邻国的出现，使这样的研究成为可能。

冯·安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语言教学手段有效与否取决于学习者的母语以及他们将要学习的语言。以西班牙语使用者为例，通常，他们在学习英语的最初阶段就会接触到“he”“she”和“it”等代词。然而冯·安却发现，“it”一词容易引起他们的迷惑和焦虑，原因是“it”很难翻译成西班牙语。于是冯·安进行了几次测试，只教“he”和“she”，直到数周后坚持学习而不放弃的人数显著增加，再开始“it”一词的教学。这样就能显著提高坚持学习的人数。

他还有一些发现是有悖直觉的：女性的体育术语学得更好；男性更擅长学习与烹调和食物相关的单词；在意大利，女性总体来说比男性在英语学习上表现得更出色。许多类似的发现始终在不断涌现。

多邻国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大数据重塑教育的最有前景的方式之一。其中反映了大数据改善学习的三大核心要素：反馈、个性化和概率预测。




小数据时代单向度的反馈



在正规教育中，从幼儿园到大学，反馈随处可见。我们从家庭作业、课堂参与、论文和测验中获得成绩，有时，甚至仅凭出勤率就能得到分数。在一个人的求学生涯中，会积累数以百计的此类数据点，我们将其称为“小数据”（small data），这些数据代表的是学生在教师眼中的学业表现。我们越来越依赖于这种反馈，将其作为衡量学习行为的指标。然而，这种教育反馈系统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缺陷。

我们并不是总在收集正确的信息，即便是，我们所收集的数量远远不足。而且，收集的数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

这是很可笑的。当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电脑主机能把宇航员安全地送上月球并接回，如今，iPhone的性能大大超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当时的电脑主机；电子表格软件和绘图工具有着令人惊叹的丰富功能，而向学生、家长和教师提供一个便利的、针对学生行为和成绩的全面评价体系，却仍然停留在科幻小说中。

最需要了解的是，我们通过现行的教育反馈进行评价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打分，并要求他们对这一结果负责。然而我们却很少评价自己，更不会全面或大规模地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评估。我们并未衡量所采用的教科书、测验和课堂讲解等教学内容与手段是否对学习有益。

在小数据时代，对此类数据的收集过于昂贵和困难，所以我们只能评价那些简单的元素，如测验成绩等。其结果是，反馈几乎是单向度的，从教师和校方指向学生和家长。

这种做法在其他行业里是极不合理的。没有一个制造商或是销售商会只对客户开展评价。它们想要获得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自身的，即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其目的是使之得到改进。对特定的学生而言，反馈主要是关于学生对课程的理解程度（最终是教师以频率不高的标准化测试为手段所了解到的），而不是关于教师或教学工具的优劣。这种反馈针对的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学习的过程。其原因在于数据的捕捉和分析存在较大困难。

大数据正在改变这一现状。我们能够收集到过去无法获取的学习数据，并用于学习过程的处理。我们还能用新的方式组合数据，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提高学习理解和学业表现，同时分享给教师和管理者以改善教育系统。




电子教科书的优势



就阅读而言，人们重复阅读某个特定的段落，是因为其文笔优雅，还是晦涩难懂，这在过去无从得知。学生是否在特定段落的空白处做了笔记？为什么要做笔记？是否有些读者在文章结束前就放弃了阅读？如果是，放弃的位置在何处？这些问题能够揭示大量信息，但却难以把握——直到电子书（e-book）的出现。

当教科书出现在平板电脑或计算机上，以上提到信息就可以被收集和处理，并用于向学生、教师和出版商提供反馈。因此，主流教材出版公司争先恐后地开拓电子书市场的举动毫不奇怪。培生、楷博教育和麦格劳-希尔公司等需要掌握与其教材使用情况相关的数据，以改进教材内容，并基于学生的特定需求为其定制补充材料。这不仅能够提高教材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能帮助公司更好地与同行竞争。

举例来说，出版商希望了解的一个问题是“衰减曲线”（decay curve），即追踪学生对曾经阅读过的并且有可能记住的内容的遗忘程度。这样，系统就能确切地知道应该在何时与学生共同回顾学习内容，以提高其记忆保留的概率。因此，学生可能会收到一则消息，告知他如果在测验前两天的晚上——不是前一天晚上，也不是测验当天早上——观看复习视频，那么他将有85%的概率记住复习内容，并在测验中作出正确解答。




会“回话”的电子教科书



此类进展改变着教育书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写得不好的教科书比由于无趣而遭到搁置的小说更加有害，因为学生们可能会受到有缺陷的教材的影响而无法发挥他们的潜能。我们只需要打开一本20世纪40年代的小学低年级课本，看到书中密密麻麻的字体、晦涩难懂的语言、脱离现实的古怪示例，就不难想象当时的儿童教育是怎样的一出悲喜剧。

当然，在今天，有学校审查委员会对大量教材进行审核。但是委员会的评估工作往往存在局限。他们可以检验内容的精确程度和偏误，并将之与公认的教学标准作对比，却缺少了解教材是否对学生有效的实证方法，同时也无从得知学生对书中特定部分的反馈情况。而这些正是有助于弥补教科书缺陷的要素。

与之相比，教科书出版商更希望获得来自电子书平台上的综合数据分析，包括有关学生如何应用他们的教材、其中哪些地方取悦了他们、哪些地方干扰了他们等方面的数据。作者无需强制读者作出反馈，只需要通过接收的手段，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书中的有效内容和无效内容。写作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手艺，因此有必要不断地加以完善。针对读者反馈的大数据分析，是完善写作的基础。

要使之成为现实，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犹他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允许州内学校在课堂中使用电子教科书。然而，即使电子书的销量已经逼近纸质书，在课堂中使用电子教科书的学校仅占全美学校的5%。

尽管如此，潜在的收益是巨大的。吴恩达教授的Coursera能够从数万名选修他的斯坦福课程的学生那里挖掘点击数据，从而实现课程的改善，那么教科书也同样可以“了解”学生的使用情况。在过去，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从出版商到学生，而如今，信息的传递是双向进行的，我们的电子教科书会“回话”给教师。

相关信息不仅可用于既有教学内容的重新设计，还可以通过实时分析，自动在某一时刻显示出适合学生特定需求的学习内容。这种技术被称为适应性学习，它正在引领教育进入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新时代。




教育机会均等的代价



学习一直以来都是个人行为。我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转化成某种见解，最终形成对世界的独到看法。但是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我们在学校和专业培训课程中学习的，是经过打包和标准化处理的信息，就像均码的服装。这是我们为提高教育的可获取性付出的代价——过去的教育主要为贵族、教士和富人服务，如今它成为大多数人能够享有的事物。

两个世纪之前，关于正规学校教育的理念是难以得见的。在升入大学之前，那些精英人士的孩子接受单独辅导，或是在昂贵的小型院校中学习。这实际上是一种随时根据学生的需求而特别定制的服务，这种形式显然无法推广，并且只能为极少数人所拥有。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从此开始了教育的大规模批量生产。这是我们不得不为教育普及付出的代价。

在今天，几乎所有类别的消费品都为我们提供了成千上万种选择。这些产品是批量生产的，但是消费者能够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选择，这避免了“一个尺寸适合所有人”的思路。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曾经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说过：“任何顾客可以将这辆车漆成任何他们愿意的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然而我们在其他行业见到的类似多样性和定制化，尚未在教育领域大规模地显现。




缺乏个性化的教学改革



迄今为止，教学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学生有时围坐在一起，教师也不再严格地站在最前方；学生们参与小组合作，并且被鼓励要向彼此学习；教师是亲切和友好的；在发达国家，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正在蔓延到学校中。

然而从某个重要的角度来看，学校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现代教育仍然类似于伴随着其发展的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学生们受到同样的对待、使用同样的教材、做同样的习题集。这不能称为个性化学习。正规教育的运行仍然近似于工厂里的装配生产线：教材相当于可替换的零件；教学——尽管在新颖性和教师的亲切度上倾注了最大的努力——就其本质而言，对所有学生的处理都是一成不变的；教与学都参照统一标准，基于平均值，而不顾个人的喜好、特质或需求。这反映了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生产模式。

保持一致步伐，并在同一时间呈现完全一样的内容——传统教育迎合的是教师和系统的要求，而不是学生的利益。实际上，大多数正规学校的教育，在其设计之初考虑的是处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比坐在前排的神童学得慢，但比教室后排的笨蛋学得快的虚构的学习群体。而现实中，并没有归属于这一类别的学生。《平均时代的终结》（Average Is Over
 ）一书的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宣称，我们现在拥有根据个人喜好和需求定制事物的技术，不再需要服从过去的同质性了。




“一个尺寸适合一个人”



事实上，改变现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基于平均水准设计教育系统的做法，会同时损害位于正态分布曲线两侧的学生。以虚构的中等学生为对象实施教学，会使领悟力高的学生感到厌烦（甚至引发纪律问题），而领悟力低的学生会学得非常吃力。正如线上教学和个性化教学的先驱者——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所说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尺寸适合少数人”的方式。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尺寸适合一个人”的方式，而且我们有能力去实现。我们可以对知识的传递进行个性化处理，使之更好地适应特定的学习环境、偏好和学生能力。这样的做法，虽然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火箭专家，并且对学习者的专注、执著和精力仍然有要求，但是可以打破“一个尺寸适合所有人”的同质性，从而使学习优化成为可能。




补习班：适应性学习软件的用武之地



为每一个学生定制教育，是适应性学习软件长期以来的目标。这个观念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在过去，适应性学习系统的价值非常有限。专业人员驾驭计算机技术，使其更快、更具个性化，但是他们没有利用数据来实现私人定制的、个性化的学习。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类似于计算机科学家在机器翻译上所经历的演变——从把正确的译文编入软件，过渡到依赖数据来推断最适当的翻译。

接触到数据之后，适应性学习系统开始进入飞速发展阶段。2013年，一项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委托进行的报告指出，有大约40家公司提供适应性学习软件。Carnegie Learning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将“认知导引”（cognitive tutor）系统运用于高中数学，根据学生对先前问题的回答情况制定后续的提问内容。这样，就可以找出学生的问题所在并深入了解它们，而不是像传统方式那样，试图涵盖一切内容，却遗漏了很多知识。这套系统曾经以俄克拉荷马州的400名高中新生为对象进行过一次严格的测试，结果显示，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相比，使用该系统的学生达到同等数学能力所花费的时间节省了12%。

最大的获利并不发生在常规课堂中，因为教师有时会抗拒新的方式（教师和教师工会担心数据会被用于业绩排名，或作为学校管理人员裁员的参考）。最适合适应性学习系统的学习场所，其实是补习班。那里的学生因为传统教学方式的失败，已经在学习上落后于他人，因此，为了提高成绩，应该采取更具突破性的手段。

在补习班，适应性学习取得了实质性的收获。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2013年的大学理事会会议中提出：“在这些新形式的补习课程中，学生的表现优于在常规课程中。”他同时补充道：“各大学还观察到，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降低了28%。”

个性化学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其动态性，学习内容可以随着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反馈加以改变与调整。如果一个学生对某个部分的学习存在困难，那么这个部分将会被纳入之后的习题集，以确保该学生有足够的练习机会。这个常识性的概念被称为“掌握学习”
 


[1]



 （mastery learning），学生必须证明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够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比如，自2009年开始，在纽约地区的数所中学推广了一个名为“个人的学校”的数学项目。每个学生都拥有他们的个人“播放列表”，通过相关算法分析个人需求，为他们指定每天需要解答的数学习题。“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我可以尝试用一种崭新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开展学习，我不需要采用和其他人一样的学习方式。”伊莎贝尔·冈萨雷斯（Isabel Gonzales）—— 一名“个人的学校”的学生——如是说。由国家和私立教育服务机构进行的独立研究显示：完成该项目的学生在数学上的表现大大优于其他学生。






[1]

 掌握学习，主要是指在“所有学生都能学好”的思想指导下，以集体教学（班级授课制）为基础，辅之以经常及时的反馈，为学生提供所需的个别化帮助以及所需的额外学习时间，从而使大多数学生能够达到课程目标所规定的掌握标准。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姆教授为掌握学习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适当的教学，几乎所有学生对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达到掌握的程度。——译者注





大规模定制：创建个人的“播放列表”



既然我们可以截取、混合最爱的音乐并将之刻录到iPod播放器中，那为什么不能对我们的学习做出同样的操作呢？这显然更有意义。

在未来，学习绝不会是按照一本给定的教科书、一门科目或课程，以同样的顺序和步调进行，而将是有数千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这类似于在线视频游戏，比如Zynga公司的FarmVille
 游戏不只是有一个版本，而是有几百个迎合玩家兴趣和特点的版本。

教师不再需要凭借主观判断选择最适合教学的书籍，大数据分析将指引他们选出最有效的、支持进一步完善和私人定制的教材。当然，同一组学生仍然会使用相同的教材，毕竟他们需要通过相同的测验，但是教材是可以进行个性化处理的。

大规模定制——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不比批量生产成本高出许多——重塑了各行各业的面貌，使这些行业和汽车制造业与计算机产业一样，有能力推出品种繁多的产品。大规模定制的进行，其要求来自消费者的详细信息，而生产者则基于这些信息，创建并提供有意义的自定义选项。消费者需要做到不费力且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喜好和选择。在学习环境下，大规模个性化的实现，需要有更丰富的反馈数据流向教师和管理人员。个性化建立在大数据反馈的基础上，并将其恰当地付诸实践。

因为我们将要收集来自众多学生的大量反馈数据，所以有可能以先前收集数据时未曾想到的方式实现个性化处理。在小数据时代，我们只能收集用于解答既存问题的数据（如考试成绩），因为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代价过于昂贵。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信息，并且可以“让数据说话”，也就是说，可以洞察那些过去几乎无从得知的事物（如能够改善测验结果的论坛帖子）。

于是，我们将会了解学习中的有效因素和无效因素——不仅在一般情况下，还细分到背景和群组，甚至小到个人水平。系统将吸收反馈结果，并动态地调整教学材料和环境，使其适应所有的学生。




理性对待概率预测



通过大数据，我们能够对人们的整体学习状况和个体的知识掌握情况产生独到的见解。然而这些见解并不是完美的。我们对“学习的学习”（learning about learning）可以说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基于高度的可能性，对个体为提高其学业成绩需要实施的行为作出预测。比如，选择最有效的教材、教学风格和反馈机制。但这仅仅是概率预测。

比方说，我们发现某类教材能够提高特定学生的测试成绩，且预测的准确性达到95%，但这仍然意味着存在5%的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即学生的成绩不会提高。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放弃此类预测。很显然，相对于过去传统的、同质化的教育，这是一种进步，通过预测提供个性化定制所需的成本也相对低廉。但是在遵循预测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见解存在着局限性，并不是百分百正确的。

人们通常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我们更喜欢二者择其一的回答，如是或否、开或关、黑或白。这些回答能够直接并且快速地指导我们作出决定。假如大数据分析告诉我们，改用另一本教材就有70%的概率能改善女儿的汉语学习，这是否足以说服我们更换她的教材？假如改善的可能性有70%，但是改善的程度却相对较低（如5%～10%），抑或是更换教材后，可能造成如成绩大幅下降等严重后果——面对有较大可能性获得一定收益的同时，存在较小可能性出现巨大负面风险的后果。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选择？

亚马逊的推送信息和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e）的备选推荐（二者都使用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概率预测）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即使预测有误，其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然而一旦涉及教育决策，概率预测将成为潜在的巨大威胁，因为这将对人们未来的成功与否造成极大的影响。




概率预测日渐精准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一直都生活在概率的世界里，只是没有认识到它。当一个教师对忧心忡忡的家长提出某些建议（比如他的孩子需要转校，更换课程，重新考试，或是使用特定课本等），相关内容都不是绝对肯定的事实，而是概率性的干预。但与过去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可以对事物加以测量和量化，并且以更高的精确度说话。无论是确定的，还是无法确定的，都能通过概率加以揭示。在大数据时代，机遇在进一步地显现，这可能会使人望而生畏。

随着大数据预测在精确度和细节上的提高，我们也应该对帮助我们作出决定的预测结果抱以更大的信心，并提出更加具体和细致的建议，采取更具针对性和更加温和的干预措施。比方说，与其强制要求一个学生花费整个暑假的时间补习数学，可能还不如建议他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二次方程的集中课程。




探寻“是什么”而非“为什么”



另一个观念的转变加速了概率预测的发展，而这个转变是必要的：过去我们相信自己发现因果关系的能力，如今必须意识到我们通过大数据看到的往往是相关关系。这些相关关系似乎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变量之间的连接和关联，它们不会告诉我们事情如何发生，而是向我们说明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帮助我们作出决策。

比方说，冯·安对西班牙语使用者使用分时（以及如何分时）学习代词的方法效果更佳的发现，就是相关关系的产物。同样地，吴恩达排列班级论坛帖子的方式，是建立在学生阅读帖子后成绩提升的程度之上的，这完全是相关关系的体现。他们的实践并未涉及在其间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因果关系。这是一个“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的问题。

对相关关系意识的确立，是具有挑战性的。我们随时准备着以因果关系的视角看待世界：我们会因为相信自己发现了原因而感到欣慰，这使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理解世界的内部运作。然而，尽管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真正发现的因果关系却比想象中少得多。深层的研究显示，通常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快速直觉是完全错误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因果关系的探索是个错误（或是干脆放弃寻找原因），事实远非如此。但是我们也许应该变得更加谦虚，而不是自以为能够理解周围的世界。与其付出巨大的代价追究一个难以捉摸的原因，不如通过非因果的分析，把目标首先定位在理解“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之上。

有了大数据，我们可以基于预测改善教与学——那些草原上神秘的单间校舍正在为电子平台所取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关注的内容。




3 平台





大数据有能力将数据的生成与处理、利用分隔开来——在信息上与教育松绑，同时将学校和课本转化为数据平台，促进学习的改善。






数据分析：可汗学院的大脑



2004年，一个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一年的对冲基金分析师应家人要求，给他12岁的表妹纳迪娅辅导数学。唯一的问题是，纳迪娅家住新奥尔良，而他住在波士顿。因此，他在互联网上为她辅导——从此永远地改变了教育的世界。

关于可汗和可汗学院的故事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十年间，有来自200多个国家的5000万名学生使用该网站。网站集结了超过5000个视频课程，其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数学、科学和艺术史等多门学科，学生们每天要攻克400多万道习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可汗学院是怎样实现如此巨大规模的。在2004年时，可汗学院还没有任何视频的存在，辅导是在选定的时间实时进行的。因为纳迪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家族成员要求可汗辅导更多的表兄弟，包括阿尔曼、阿里和其他孩子。很快，他带领的孩子人数达到了10人，虽然他很乐意帮助他们，但是却苦于分身乏术。

于是他写了若干程序来协助教学。这些程序能生成数学习题，并显示孩子们提交的答案是否正确。同时，也收集数据——其中蕴含的宝藏。程序追踪每个学生答对和答错的习题数量，以及他们每天用于作业的时间等等。

“一开始纯粹是为了方便，我把它当作一个保持监督的有效方法。直到后来，我才想到这个反馈系统的潜在用途，”可汗解释道，“通过对反馈机制的扩展和改善，我开始能够了解学生如何学习，而不是学习什么。”

因此，在可汗上传第一个使可汗学院闻名于世的视频之前，他便设计了收集有关学生行为的数据，并从中获取信息的机制。如果说那些吸引人的10分钟视频课程是可汗学院的心脏，那么时刻在后台运行的数据分析就是它的大脑。

可汗说，有了这些信息，他才得以处理那些在过去甚至都无法明确表达的问题：学生花费在他们答对的问题上的时间多，还是花费在答错的问题上的时间多？他们的学习，靠的是勤奋还是灵感（也就是说，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找到解题方法，还是依靠瞬间涌现的顿悟）？学生出错是因为没有理解教材内容，还是仅仅因为疲惫？上述以及更多关于人们学习的极为基本的问题，终于可以被提出，并且可能得到解答。




对数据的充分利用



今日，数据成了可汗学院运作的核心所在。截至2013年底，这个非营利组织的50名员工中，有近10人专门从事数据分析，他们的工作是令人瞩目的。教师和“教练”（可以是家长）通过数字控制面板获取学生的学习进度报告，学生也可借此发挥自身在学习中的积极作用。

例如，数字控制面板会以一个概述性的饼图显示学生观看的视频课程所属的科目，另一个饼图代表该学生参加考试的科目。还有一个向教师提供整个班级乃至每个学生的学习表现的热图，按照回答问题的数量、准确率、学生需要的“提示”数量（以及何种提示最有效）等指标加以显示。如果学生学到一半卡壳了，那么在他姓名旁边的一栏将显示为红色。

“每一次与我们系统发生的交互都被记录下来，”可汗说，“并且这些数据被用于向学生、教师和家长提供学习进程的实时汇报。”可汗学院基于每个学生的答题准确率运行一个统计模型，用以判断学生是否“精通”某个学科领域。网站存储了超过10亿条已完成的习题的记录，这相当于大量揭示学习行为的数据。系统还能为学习者确定最适合他们所学主题的学习路径，使他们不仅能够根据自己的步调，还可以按照最有效的顺序进行学习。




学校、班级、课本和课程是重要的数据平台



可汗学院的故事突显了大数据时代教与学的变化，让我们以崭新的方式看待学校、班级、课本和课程——将它们看作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平台，并把分析成果用于教育的改良。

这是前所未有的学习方式。一直以来，教育机构根据数据及其流动方式进行的是垂直一体化的管理，生产和收集数据的机构往往就是分析数据的机构。学校提供成绩和其他反馈数据，同时也作为存储和使用这些信息的实体。学校将这些数据用于决策的制定，并把所作的决策传达给学生、家长、未来的用人单位和其他学校。从接纳入学、提供教导、评估表现到授予证书，全部由教育机构一手包办。

尽管教育决策的意义重大，但其制定过程却往往基于相对较少的数据。实际上，此类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并不是由客观的局外人、而是由典型的内部人士操作的。试问，教师和学校如何能够做到客观地收集和分析那些反映自身能力与课堂失误的数据？我们又为何仍然依赖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系统，而不去考虑它的高度主观性和偏向性？

令人惊讶的是，收集数据并提供分析结果的教学机构在这些操作上承担的责任非常有限。那是因为，数据收集和少量分析仅仅是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之一，这不过是被视为其首要服务的“教学”的附属品罢了。

从组织上看，这是不合理的。商业公司早就知道，有关反馈和质量保障的信息应该由与结果无利益关系的专业人士进行收集。否则，相关流程的信息可能会被歪曲。因此，质量控制通常交由专门机构负责，其任务是还原事实，而不是把情况描述成管理者希望的样子。为了达成该目标，公司在组织中对数据流及相关责任进行了分离。但是即使在工厂里，质量控制也往往倾向于测量机器的准确性，而不是人（这样操作者就会少受牵连）。关于数据流的组织分离存在不少争议，并且执行得也不太顺利。




教育系统太过保守



在教育界，我们看不到相似的情况。实际上，教育系统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甚至连最基本的原理都是未经验证的。上课日和学年历的制定遵循着农耕周期，而现代经济早已不再这样运作了。课程被上下课铃以固定时间分隔出来（和工厂没有区别），完全不考虑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在一些课堂中禁止使用数码设备，坚持使用纸质材料开展所有的教学工作，这使得学校里的生活在随时随地能与社交媒介和电子游戏互动的学生面前显得狭小和过时。

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我们委托专门机构采用标准测试评价学生，希望可以借此减少偏见和主观性。但是这些测试只是偶尔进行，并且其捕捉的是学生表现最出色的时刻。比方说，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强制要求学生从三年级（大约8岁）开始接受测试，各学校凭借在校生的表现获得相应的处罚或奖励，而所谓的奖惩依据，仅仅来自对某个特定时刻的测试成绩所做的记录。在欧洲和亚洲，学生也被强制参加一些国家考试。

开展这些苍白的评价，其结果是，我们用于学生排名的依据是离散且静止的——既不能形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馈，也无法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对教材的掌握程度，或是为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提供教材选择以及环境构建方面的参考。就像在监护病人时，使用老式听诊器每小时检查一次心跳，而不是每秒能跟踪1000次脉搏的心电图——更为强大的评估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




大数据使教育资源得以松绑



的确，一些学校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同行前面，并且确实有少数新锐公司在独立数据评估和学校数据平台搭建等领域展开了角逐，但是它们都没有达到真正的规模。教育工作者使用数据改善教育的方式和我们的远古祖先使用壁画进行沟通的方式是一样的——仍然相当原始。

这种情况有望改变，但并不是因为许多教育活动被放置在了数字环境之中（如可汗学院和吴恩达的Coursera，尽管它们的确提高了可获取性并降低了成本），而是因为当学习发生在数字环境之中时，我们可以收集过去无法获取的数据。在这一过程中，大数据有能力将数据的生成与处理、利用分隔开来——在信息上与教育松绑，同时将学校和课本转化为数据平台，促进学习的改善。

MOOCs和类似的SPOCs（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已经以低廉的成本、来自知名教授们的视频课程，向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学习者提供了高质量的教学。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获取得以向大众推广，这一大进步得益于许多杰出的机构，如Coursera、Udacity和edX（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其他大学合办的在线教育机构），它们视免费在线教育服务为自身公共使命的一部分。




在线课程无法替代课堂教学



这些机构也难逃“炒作周期”的魔爪。MOOCs曾一度被誉为继火的发现之后最重要的创新，最近却由于“实现世界和平”的速度不够快而备受诟病。事实上，真实的情况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在线课程是革命性的，但它更有可能作为正式教育环境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比尔·盖茨对此有很好的见解。他指出，来自任何地区的任何学生都能够参与世界上最好的教师的课程，而不负责这些在线课程的其他教师，则可以花时间直接为学生提供指导。“要明智地运用技术。技术是对教师的重新部署，而不是要去取代他们。”




规模空前的数据资料收集平台



然而，大众化仅仅是这些在线课程的特征之一，它们同时也是收集海量学习数据的平台。MOOCs作为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平台，帮助个体学习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普及性和规模化。

有了大规模在线课程，数据流的垂直整合将可能不复存在，一个全新的数据收集平台生态系统可能随之显现，这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创新空间。在线课程可以自己挖掘数据，用于激发新的视点，或者向第三方专业机构开放访问。事实上，MOOCs最终可能会向学生开放数据访问，并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分析数据的第三方机构（可汗学院已经允许研究人员在填写一份简单的数据使用协议之后，通过“数据共享门户”获取一些关于评估、练习和视频的匿名数据）。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线课程正在明确地转变为数据平台，一个为优秀教师提供授课空间的平台；还会随之产生一批新的指导者，他们基于所收集到的反馈信息来帮助学生选择正确的学习路线——选修哪些课程、使用哪些教材、如何去运用它们；学生可以在多种不同的课程和教师之间作出选择，也可以决定分析数据的第三方服务商。在这个开放数据流的可渗透的生态系统中，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差异可能会缩小。




大学率先感受大数据的浪潮



那么大数据将会给现有的教育机构带来什么？一方面，中小学和高等院校是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能量的既存机构，它们拥有足够多的学生，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而借此改善学生的学习，对学校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它们得以与新进入教育领域的对手同台竞技的优势。

另一方面，学校必须作出极大的改变，才能从大数据中受益。虽然占据着众多学习数据的源头，但是它们显示出的吸收这些数据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有效的分析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要归咎于对能够被收集的数据和收集目的的政策限制（见证了许多学区针对存储学生信息的“数据储物柜”的抗议，以及教师工会对业绩排名的反对——尤其是在得知它们可能会被公开的时候）。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因为学校从未在数据的有效使用上遇到过挑战。不过，平心而论，在前数字时代，实现数据的有效使用，的确是极其昂贵的。

即将到来的变化将首先波及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院校，因为这一层次的学习者更加成熟，可以更好地领会教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能够消化的形态。总之，就是懂得如何学习。由于他们在教学法（与教学内容相比）方面的期望较低，因此，即使是细微的教学上的改善，也会受到欢迎。

在大学里，首先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将是每年“生产”成千上万毕业生的“本科生工厂”。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因此随时可能被创新者突破。




亚马逊击败巴诺书店对教育的启示



亚马逊与巴诺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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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与Barnes & Noble）的故事很有启发性。当亚马逊首次进入图书市场时，便以其足不出户即可购物的便利服务和巨大的库存储量吸引了消费者的目光——便利性和丰富性可能也是如今吸引学生使用MOOCs的原因。然而，亚马逊的第一次转变并没有撼动巴诺书店的地位。

直到亚马逊开始基于数据实现高精确度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并借此实现了独特的购物体验之后，巴诺书店之类的书店就再也无法复制它的成功了。导致巴诺书店落后的主要原因，不是购物便利性和海量库存，而是数据。与此类似，MOOCs（以及其他新兴模式）将对教育界的实体机构——大众高校造成巨大的压力。

而拥有优秀师资和超高品牌价值的精英型大学可能感到这与己无关（即使其中有一些已经尝试过在线教学）。在大数据影响教育的第一波浪潮中，这种情形确实存在。但是，它们必须尽快找到获取数据并从中学习的途径。一旦数据开始流动，其中的某些构成要素可能会瓦解顶尖大学，这些学校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被重组，或是受到永久的孤立。






[1]

 巴诺书店是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在全美拥有近800家店面，巴诺亦是全球第二大网上书店，仅次于第一名的亚马逊。巴诺于2009年11月开始在美国售卖电子书Nook。





大数据浪潮袭来，大中小学无一幸免



一些顶尖学校已经看到了眼前的形势。麻省理工学院某特别工作组在2013年11月发表了一份令人瞩目的聚焦机构未来发展的初步工作报告，将edX确定为该校与时俱进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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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众型大学可能会将自身改造为混合式MOOCs机构，因为在行政上，它们对推广定制教育所需的规模更为熟悉。

相比之下，另一些顶尖大学和文理学院可能会迎来困难时期。它们对自身所面临的大规模挑战并不熟悉，而且其信赖的个性化教育模拟方式存在局限，并不足以在大数据时代立足。和一些小型的独立书店一样，它们会感到举步维艰。当然，它们并不会消失，就像那些在亚马逊在线服务的攻势下，仍然生存的独立书店一样。但是，一旦大数据的影响力触及了这些学校，它们就必须做出与以往不同的尝试。这股推动变革的浪潮将最终席卷中学和小学，没有哪家教育机构能置身事外。






[1]

 麻省理工学院于2013年11月公布了名为《麻省理工学院教育之未来》（The Future of MIT Education）的初步研究报告，并于2014年7月公布了正式报告。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截止到2020年的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尤其旨在在教学领域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将学期制课程变革为模块式课程，并充分利用其edX慕课课程平台开展在线教育。——译者注





数据分析：女学生何以后来者居上



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学校选择接受在线学习，其原因并不是在线教育带来的优势，而是数据本身的价值。以数据为基础的反馈、个性化教学和概率预测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是巨大的。比方说，加利福尼亚州的可汗学院与该州的洛斯阿图斯市（非常富裕）和奥克兰市（相对贫困）的公立学校都建立了合作，其成果是令人惊叹的。

一个名为“半岛大桥”（Peninsula Bridge）的暑期班项目，使用可汗学院的数学课程教授来自旧金山湾区贫困社区的中学生。在某一期课程开始时，一个七年级女孩的成绩在班上垫底，而且在暑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她一直是学得最慢的学生之一。很显然，她没有“抓住”数学。但随后，她就像开了窍一般，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在课程结束时，她的成绩是班上第二名，遥遥领先于那些初期排名在她之上的同学。

可汗对此感到好奇，所以调出相关记录进行研究。他查看了该女生回答的每一道习题和解题的时间，系统创建的图表，对她的学习进展进行了描绘，并与其他学生相比较。图表显示，一条线长时间地徘徊在底部附近，直到在某个时间点突然直线上升，超过了几乎所有的线——那代表其他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可汗来说，这成为他的一个思维转折点。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仅仅依据D等级学生和A等级学生在某一时刻的单次考试，我们对他们的判定很难反映出他们各自的实际能力。当学生能以最适合自己的步调和顺序进行学习时，即使是那些看似最没有能力的“差生”，也可能在最终表现上超过优等生。如果在基于小数据的传统教育环境中，这个腼腆的七年级女生可能不得不在数学补习班里苦苦挣扎，而成绩的阴影甚至会影响到她的一生。

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竞相为她定制特别的教学，这些公司会预测她的学业表现并鼓励她持续进步，而由此展开的数据分析的质量将会被评级。这听上去无疑像是一部关于教育的小说，但是当我们用心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虚构的。




未来教育体系的特征



那么今后的学习将会是怎样的？我们目前看到的趋势，或许就是未来的缩影，但会包含更多的内容。我们能够洞察在教学中独立生成的数据，关于我们如何学（而不仅仅是在偶尔的正式测试中的表现）的数据将得到持续的收集和分析；除了教师，数据的访问还将向学生、家长和管理人员开放；教材将是基于算法定制而成的，为适应学生的需求而调整教学的顺序和步调，从而帮助学生获得最大的学习成果，同时，教材本身也会得到不断完善。

学校将在本质上成为大数据生态系统的基石。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它们将在运用数据提高学习成绩方面开展竞争。同时，学校不再需要不可靠的大学排名，而是用切实的数据来证明自身价值。

数据的教育应用为新型的、创新性的机构和商业模式提供了分析信息、推出课程的可能性。创新的空间仍然有望扩大，这是因为在目前，掌握所有（或适当）数据的现有机构缺乏有效挖掘数据价值的思维。因此，新创企业正在为撼动教育界摩拳擦掌——这一时机已然到来。

然而，到达光明的未来之前，必须克服一个比学校董事会和教师工会更加艰难的障碍，那就是大数据教育应用的黑暗面，包括对过往数据的永久留存，以及可能不公正地决定我们的命运并剥夺我们未来的概率预测。它们将对人的隐私和自由造成深远的影响。




4 后果





与大数据同行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对潜在后果和概率性结果的预测有加大教育不平等的可能。






正视大数据的黑暗面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美国的许多高校一样，面临着大学新生数学成绩不佳的难题。尽管学校开设了补习课程，仍然有1/3学生的考试成绩低于C，这是导致他们毕业时拿不到学位的重要原因。为了缓解这个令人沮丧的状况，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转而使用著名教育科技公司Knewton的适应性学习软件。其结果是，从2009年到2011年，考试通过率从64%上升到75%，而辍学率减少了一半。

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看似成功的故事的另一面：如果被软件收集的数据永远不会消失，并且学生曾经有必要参加补习课程的信息成了几十年后都可以读取的永久记录，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假如技术系统所作的预测试图改善学校毕业率的途径不是鼓励学生上进，而是强迫他们离开——为了提高留下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这类情形极有可能发生。一些教育改革者提倡的“电子书包”（digital backpacks）会让学生身负着他们整个学校教育生涯中的电子成绩单；而适应性学习的算法也可谓是一门令人畏惧的艺术。可汗学院的“数据分析主管”贾斯·科梅尔（Jace Kohlmeier）提出了关于学生学习的“领域学习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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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ain learning curves）。“为了提升平均准确度并让学习曲线的末端显示更出色，我们可以在早期打击那些能力较弱的学习者，并怂恿他们中途放弃，”他解释道，“但这绝不是应该做的事！”

至此，本书都在叙述大数据改善学习和教学的非凡途径。但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大数据的黑暗面，思考由此引发的风险。学生家长、教育专家长期以来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和对学生的学业追踪带来的后果忧心忡忡，因为这是限制学生未来发展机遇的潜在威胁。大数据不但会放大这些问题，还会改变它们的本质。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规模的变化将导致状态的变化。






[1]

 学习曲线，广泛应用于各生产领域，是一种通过生产者行为学习与经验积累而得到改进的产出的特征函数，利用学习曲线可以科学地制订出成本计划、改善作业计划、质量改善计划等。可汗学院将学习曲线这一观点应用于分析学生学习，以期提高学生就读的巩固率。——译者注





永久的过去



许多家长对在课堂中积累的有关孩子的个人资料储备量感到非常担忧。比如，非营利机构inBloom在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和卡内基公司（Carnegie）一亿美元的支持下，与九个州签署相关协议并建立了学生数据信息库。但是到2013年，由于遭到大量学生家长的强烈抗议，有六个州将计划暂时搁置。

谁能责怪这些家长？《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
 ）这样报道inBloom在2013年进行的项目：“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教育部门将学生的个人资料移交给新设的私营公司，用于建立一个国家数据库，为那些与公立学校签订合约的企业服务。”

在一些人看来，校方的做法无异于要求学生一边喝着油漆稀释料，一边赤脚走在仙人掌上面。而事实上，inBloom把完全控制权交给校方，由学校决定要储存什么信息以及对谁开放信息访问，协助学校控制这些资料是inBloom的工作重点。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感到不安，因为在某处累积数量如此惊人的数据，这样的做法史无前例，他们对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心理准备。各个院校也尚未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家长团体就曾正确地指出，对学生学科信息的使用途径未经适当检查就上传的行为，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然而，这种直观的反对不仅来自传统上对个人隐私和数据的担忧，还体现在一个更加独特的方面。传统的数据保护大多聚焦在由权限失衡造成的、使他人有机会获取个人数据的问题的解决上，而现在关注的，更多的是已成定局的过去所带来的危险。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类是不断进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改变看法、调整观点甚至重塑我们的价值观。这些转变部分与年龄有关：与年长的人相比，年轻人往往倾向于冒更大的风险；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置身于特定的环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周围的观点会重塑我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反思行为的直接结果，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理和精神的成长。




过往的个人数据，能否成为主要评估依据？



我们作为个人，不断地成长、发展、变化，而那些多年来全面收集的教育数据却始终保持不变。尽管我们可能成长为脾气最温和的人，但如果数据显示我们在过去的学生时代经历过一个性情激进的时期，那么未来的评估者还能从恰当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些过往的数据吗？如果不能，我们将永远受制于我们的过去——即使它代表的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并且那个人的价值观和现在自己的已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了。不断回顾过时的个人数据，不仅是不公正的，还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想象一下，某个学生的活动记录被存储下来，并在25年后他找工作的时候被提供给未来的雇主，这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在今天，除了知名人士，对普通人过往记录的访问是极难实现的。然而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够常规性地访问这些普通人的信息。而且其中可能不只是类似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的相关数据的“快照”，还包括当事者学习生涯中相关进程的每一个碎片化记录，从病假天数和访问辅导员的次数，到阅读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的页数和在上面标示下划线的页数。




最大隐患：无法遗忘的旧数据



这并不代表关于我们过去的数据是无用的，但是必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去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做的事。评估人员需要极其谨慎地对待过去的数据，客观判断这些信息与今天的我们是否存在关联。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在实践中却很难把握。人们往往很难理解时间是变化的一个维度。

人类从不需要建立直接的认识方式，以合适的视角来看待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中早已内建了最佳的方式：遗忘。我们的大脑不断忘记那些被认为与当下和未来无关且无用的过往细节。遗忘是心理上的大扫除，我们无须有意识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就可以在它的帮助下坚定不移地抓住当下。有遗忘困难的人群对研究人员形容自身的状态为“是诅咒而不是福气”，因为这迫使他们看到的只有树木，而非森林——任何泛化都需要我们忘记细节。

在模拟时代，即使使用了电子成绩报告单和入学要求，我们的大多数学术信息仍然以纸质档案的方式进行存储。这些信息很难进行定位、存取、复制和分析，技术上的局限制约了我们与信息的交互行为，因此在实际上阻止了由此产生的不恰当的再利用。

数字工具，尤其是廉价存储和快速检索的出现，使今天的教育数据极大地延长了保存时间，并且更易存取。招聘人员不仅会使用谷歌搜索求职者的信息，有一些甚至开始要求他们提交Facebook的详细日志。招聘人员能够查看求职者近十年的个人观点、兴趣爱好和欠考虑的自拍照。也许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还能看到其他人对求职者的评论。

这些旧数据的持久性是最大的隐患。我们面对着这些无法展望未来的信息，很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永久记忆的棱镜——永远不能忘却的回忆——来看事物。所以即使招聘者在面试前提醒了自己十次——要忽视求职者在多年前因为一次高中考试作弊被抓的事实——但是到了对雇用与否作出决定的时刻，仍然很难做到不对其未审先判。更糟的是，这个污点可能跟随求职者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标志着不为社会忘却的事件的红字。毕竟，人们习惯记住不寻常的事件，而不是那些平凡的和最近发生的事情。

因此，全面教育数据带来的首个重大威胁，并不是信息的发布不当，而是束缚我们的过去，否定我们进步、成长和改变的能力，而且目前尚无抵御这一威胁的可靠措施。我们很难轻易改变对别人作出的评价和考虑的内容。我们大多数思维过程的发生，并不在理性的完全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放弃数据的收集或者将其束之高阁，又将阻碍大数据为学习带来的诸多益处。




无法驳斥的大数据预测



第二个威胁也同样严峻。以所有人为对象收集到的全面教育数据，将用于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们应该以这样的速度、按这样的顺序学习；我们只有在晚上8点至9点间复习学习材料，才能有90%的可能性得到B，如果复习得早了，其可能性将会降至50%；等等。诸如此类的概率预测将会限制我们的“学习自由”，并有可能最终威胁到我们对生活中机遇的获取。

大数据蕴含的巨大潜力在于推进个性化学习、改善教材和教学，并最终提高学生的成绩。数据应该被视为促进产品改良的反馈，而不是对产品使用者进行简单评价的依据。在今天，被收集的有限数据几乎都是用来评价学生的，即学习中的“消费者”。

我们评估可能的方案和潜在的成就：从高中提升课程的受理到高校录取，再到研究生院的入学。但是此类基于有限数据的小数据预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招生委员会对这些数据的处理极其谨慎。委员们认识到数据展示的内容并不完善——那些以高分通过SAT考试的自大狂并不是凭借真才实学，而仅仅是因为记住了复习指南——便积极地增加评估的主观性，当他们意识到依赖数据可能造成以偏概全的结果时，会将主观判断置于数据决断之前。

然而，大数据时代的预测精确度将远远超过现在。这向招生委员会和招聘人员等决策制定者施加了更多的压力，使其更倾向于相信基于大数据的预测。在过去，我们可以辩称所属的分组不是特别适合自己，为某种情况找到开脱的理由。比如，我们有可能被分到“好学生，但是搞不定统计课”的群组中，并最终因此被经济学专业拒之门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凭借这样的解释说服别人：基于这一分组的预测于我们而言是不正确的，所以即使同组的其他成员会失败，我们还是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该预测是基于“小数据”作出的，决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相信当事人是“无辜”的，而当事人能够通过协商为自己辩解。

而新的威胁在于，基于大数据的预测是如此准确、个性化程度如此之高，我们将不再因为名义上所属的分组，而是实实在在的“自己”被问责。因此，任何借口都可能不足以说服决策制定者站在我们这一边。事实上，任人来作判定有可能完全地从决策过程中移除，取而代之是以机器算法为基础的操作，包括读取电子数据表、计算概率并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而这一系列操作仅需耗时几毫秒。

比如说，一些大学正在开展“电子顾问”（e-advisors）的实验，这款大数据软件系统通过数字处理提升学生的毕业率。自2007年亚利桑那大学采用该系统至今，学生顺利升学的比例已由77%上升到84%。在田纳西州的奥斯汀州立大学，当学生选修“学位罗盘”（Degree Compass）软件向其推荐的课程后，他们有90%的可能性得到与软件预测一致的B以上的高分，而没有获益于“学位罗盘”的学生，获得同样分数的比例仅占60%。




备受争议的教育分流



这类系统可以大大提高毕业率。鉴于美国高校只有约一半的学生能够在6年内毕业，所以其影响是相当显著的。但系统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假如系统预测我们不太可能在一个学科领域（如生物信息学）取得良好成绩，于是巧妙地引导我们转入护理之类的其他专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系统的决策？我们可能会认为系统考虑到了我们的最大利益——为我们提供了舒适的教育轨迹。但实际上，这可能正是问题所在，也许我们应该受到鼓励并迎难而上，而不是满足于平坦的前进路线。

本质上，这些概率预测能帮助决策制定者——从招生委员会到招聘人员——选择安全的路线并减少将来失望的可能性。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尤其是在与可能会造成利益受损的学术失误（如未能毕业或选择了难以胜任的专业）相比的情况之下。如果相关机构不遵照大数据的预测行事，甚至可能需要承担潜在的法律责任。

概率预测最有可能深入人心，同时也最有可能造成巨大伤害的地方在于按成绩编组制。数十年以来，许多国家都过早地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学习轨道之上，通常包括以下三类：面向成绩欠佳学生的职业教育；面向一般学生的普通课程；面向杰出学生的“大学先修课程”。这种做法一直备受争议，它似乎在抹杀个人公平地进入大学的机会，因为学生可能在高中之前就被排除在大学预科的就读对象之外。它还可能加深教育鸿沟，使社会和经济上的鸿沟持续存在，更多的妇女和少数族裔将被上层淘汰。




与大数据同行的一大风险



有希望——但只是一个希望——按成绩编组制可能会因为大数据而消失。当学生按照自己的步调开展学习、学习的顺序也得到了算法上的优化，且能够取得最佳学习效果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正式的编组可能没有太大的必要。

然而在现实中，情况很可能是相反的。定制教育实际上可能更为无情地恪守编组制，使得试图或是有能力打破特定轨道的学生更加步履维艰。今天的教育中有10亿条不同的轨道：每个学生各一条。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教育是为每一个个体定制的；而不利的一面在于，它就像困住我们的峡谷深沟，实际上可能更加难以逾越。我们仍然深陷于轨道之中，即使它是量身定制的。

系统预测某个特定学生的成功概率可能是基于100万个其他学生的表现作出的，并且将以此为依据，向该生提供直接的定制教育，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按成绩编组。这是否真的远胜于将该生编入一个普通班级，给他更多的机会寻找并展示他的真实技术水平？预测结果或许是准确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是无情的。该生成为概率预测而不是自身能力的受害者。

这些对我们在各方面可能性的预测，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还将永远改变未来的格局——由一片开阔的空间转变为预定义的、拘泥于过去的狭窄区域。这会不会使我们的社会倒退为一种近似种姓制度的新形式——精英和高科技封建主义的古怪联姻？

在20世纪，教育是最伟大的“均衡器”。而如今，与大数据同行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对潜在后果和概率性结果的预测有加大教育不平等的可能。




做好数据资料的管控



大数据的教育应用所带来的威胁可能会引发本能的、合理的恐惧。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克服呢？大部分国家已经颁布了某种形式的隐私保护法，防止对私人信息的全面采集和长期存储。一般而言，这些法律要求数据的使用者公布数据收集的对象及数据的用途，并且要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才能加以使用。但是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方法收效甚微，因为我们很难预料多年以后的信息用途。

大数据的价值主要在于数据可以重复利用，而数据再使用的目的，在最初收集数据的时候几乎不用考虑。所以在数据收集开始之前进行知情同意的获取往往不太可能。因此，如果要严格贯彻法律保护的精神，大数据在教育上的诸多益处就无法实现了。又或者，今后人们被问及的内容是覆盖几乎所有的用途的模糊描述，这会让知情同意的概念变得荒谬可笑。

目前，法律法规强调的是控制数据的收集，确保信息采集对象的知情权并获得他们的同意等等。但今后，我们必须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控制数据的使用方式上。知情同意书中关于使用数据并从中获利的公司和组织的直接责任与义务的部分，需要进一步强化。

欧洲和美国的决策者们已经在讨论如何改革隐私法案，目的是让那些大数据使用机构为自己的滥用行为承担更多责任。作为对承担更多责任（和由此产生的更多法律责任）的回报，数据加工者将有权为了新的用途重复使用个人信息。当然，在这种新的、更高效的制度启动之前，还有许多障碍需要清除，比如区分“允许的”和“限制的”私人数据使用方式。




算法专家：一个新角色的诞生



在教育中，我们可以允许通过个人数据改进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然而要使用同样的数据来预测学生未来的能力，可能只有在更严格的保障措施下才能获得允许（如透明度和管理监督）。要使用学生的个人数据，可能需要其本人的明确认可。为了让数据公司清楚他们无法负担违法违规的成本，我们还需要严格地执行法律法规。此外，会有一个被称为“算法专家”（algorithmists）的新角色——经过大数据艺术和科学（如统计、数据收集、计算机科学等）培训的独立专家——诞生。他们将仔细审查相关机构对大数据系统的实施状况，或作为监管部门的专家顾问检测大数据的使用情况。




谨慎使用个人数据



个人的教育信息是特别敏感的，它深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与成人相比，社会更倾向于宽恕年轻人所犯的过错，部分原因在于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少量的试验、磨炼和失误。因此，在教育环境中，可能有必要对大数据采取进一步的限制，尤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数据使用者的强制义务仍然停留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正在思考的这种新的保护模式，可以规定与教育相关的个人数据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存储和重复使用。各国可以自行设定期限，但要注意的是，不能是无限期的。这样，数据使用者有足够的时间通过重复使用来挖掘信息的价值，同时也能预防数据滥用的阴影永远笼罩在我们头上。这是一种平衡措施，我们会刻意放弃一些未来由数据重复使用所带来的收益，来换取我们摆脱过往数据的预测、不断超越过去的能力。




不要让过去完全决定我们的未来



将某些数据集聚起来，而不是作为个人数据存储时（例如一个班级的平均分而不是一个特定学生的平均分），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还有一些个人信息，在剥除明显的个人标识（如姓名和社会保障号码等）之后，也被允许延长保存期限。

然而，这种将数据虚拟匿名化的方法并非万全之策，因为那些看似匿名的数据，仍然可以通过与其他来源的数据作比对实现重新识别（不同数据库里相似的数据模型可以通过相互关联来识别一个人的身份）。因此，对于意在对某一个体进行身份识别的人员或算法而言，剥除明显标识的做法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的作用，而无法成为一道屏障。最终，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这些数据可能不得不全部删除。

最终，我们希望在教育中看到多少大数据分析，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抵御来自未来的反乌托邦的威胁，仍然需要我们在对优化学习的渴望和对过去决定未来的拒绝之间作出微妙的权衡。




5 破晓





有了大数据，教育的性质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这个社会将最终学会如何去学习。





大数据给予了我们更全面、更精细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复杂性和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






什么原因让学生中止在线课程的学习？



迪亚兹感到很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信奉统计数字，却对它们的学习应用如此抗拒。他说：“我们一方面获取计算数据，并使用计算机模拟数据创造幻想中的足球队，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声称难以将定量问责制引入教育领域。”

从迪亚兹的经历来看，他对此很有发言权。在取得了化学专业的学士学位之后，他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从事了一年地下水测试工作。此后，他转而研究教育学并取得了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接着，他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应用统计学和测量学。（在这条求学路程中，他还获得了一个法律学位）。身为一名西弗吉尼亚大学统计学和教育法的教授，他开始思索那些影响学生辍学率的因素。他特别关注在线课程的辍学率，因为这些课程通常是针对工作繁忙的人们特别设计的，目的是使学校教育能更好地融入他们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没能完成课程，最后与学位失之交臂。

在美国，有数百万选择在线课程的学生（甚至包括在实体大学就读的学生），吸引他们的是在线课程的便利性和相对低廉的成本。2011年，迪亚兹教授和几位来自其他机构的学者发起了一项联合研究，意在找出引发那些令人烦恼的辍学率的原因。而他们相信：答案就在数据中。获取了来自六所学校的数据和盖茨基金会提供的一百万美元资金支持之后，迪亚兹的团队开始汇编数字档案。

记录中的学生信息最终增加到了一百万条（均为匿名），可供分析的变量也达到了33个。一些变量是相当基础的，如年龄、性别、年级、正在攻读的学位等；另一些变量就不是那么直观，如学生所选课程的规模、他们的兵役状态等；还有一些更不常见的变量，如学生曾经注册过的课程总数；还有一些信息，只有移至数字化背景之下才可能被监测到，如学生最后一次登录课程后距离现在的天数。总而言之，这些档案总共记录了数百万个数据点，具体细分到特定的课程。

迪亚兹的团队正在探究最可能揭示学生辍学行为的先期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有了出人意料的发现。一个能够预示学生继续学业的强有力指标，不是他们的年龄、性别或分数，而仅仅是他们的选课数量。迪亚兹教授说：“就概率而言，那些开始的时候选择较少同期课程的学生更有可能坚持下去。”

和其他优秀的专家学者一样，迪亚兹教授正着手证明这些研究成果。虽然现在仍处于研究初期，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公共政策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财政拨款的资助条件是要求受资助人修读全日制课程，但研究数据显示相关条款可能存在很严重的缺陷（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在大数据出现之前，大多数教育政策都是在缺乏实验数据的情况下制定的）。

如果迪亚兹教授的研究结论得到证实，那么美国教育政策中对超过学生承载能力的课时量要求，就意味着对金钱甚至生命的浪费。




绝非技术层面上的变革



大数据严格审查教育中的方方面面，避免了几个世纪以来主观臆断的审查方式，并以此改变学习。这不同于简单地将计算机技术搬进学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工作，而最大的“成果”是产生了大量需要清运的电脑废弃物。

信息技术作为进步的基础，这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当下面临的变革并不是技术层面上的。这种改变影响着我们能够收集的数据类型以及我们对这些数据的挖掘方式，促使我们对学习、教学和获取知识的过程展开全新的理解。如此一来，就读于“个人的学校”的伊莎贝尔·冈萨雷斯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学习并获得成绩的提升；Coursera的吴恩达教授也能找出自己课程中的那些效果欠佳的部分并予以改进；教育政策制定者终于也能意识到学生们的潜力，就像那个参加“半岛大桥”暑期课程的七年级学生，在可汗学院改变了教学过程以后，一下子从班级垫底跃升到了班级前列。




大数据为学习带来三大改变



然而，最有意义的成就不是去改进我们已经在做的事，而是踏出新的一步——为教学本身提供数据驱动的检测。可汗用行动热情地说明：可汗学院聚焦数据和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自动化的私人教师”。有些人可能认为使用软件持续监测学生的行为无异于间谍活动，但持相反意见的人们则认为，这些软件给那些出于害羞或紧张，而未能寻求帮助或承认没有掌握学习内容的学生提供了必要支持。对于那些学生而言——他们的存在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为普遍——被动的监控可以帮助教师通过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追踪他们的学习进度和遭遇的问题。

大数据为学习带来了三大改变：我们能够收集对过去而言，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集聚起来的反馈数据；我们可以实现迎合学生个体需求的，而不是为一组类似的学生定制的个性化学习；我们可以通过概率预测优化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

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我们将会发现许多我们所依赖的工具和机构也必须作出改变：电子教科书、数字化讲座，甚至是大学本身，都将成为获取和分析数据的平台或集合体，这将促进教育体验的多元化发展。学校今日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向曾经的君主和教会拥有的集权靠近，而在经历了早期信息革命洪流的冲刷之后，它们也会如同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机构一样，面临土崩瓦解。多元化的教育体验可能带来多方面的教育竞争，学术界的垂直一体化现状开始转变，新的参与者在新领域中不断涌现。




确立多重安全措施



然而，大数据与学习的结合也会引发诸多危险。其中之一是，我们生活中瞬息即逝的信息将会被永久保存，而这些信息可能会被赋予不恰当的意义；另一种威胁是，从表面上看，我们的预测为个人提供了量身定制的教育，但实际上却可能因为预测中某些预先设定的算法，限制了某些人的教育机会。就像个人媒体割裂了我们，并且侵蚀了一些大众共同的兴趣点和价值观一样，教育中对概率预测的过度使用，也将转化原有的集体式体验为私人定制——我们脱离了他人和更广阔的社会，却还感到怡然自得。

为了解决这些担忧，我们需要转移关注的重点，从对数据收集方式的规范转移到对数据使用方式的管理上。这将允许我们从数据途径中获取信息以改善学习工具和方法，同时，将强有力地抑制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概率预测对学生的未来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我们也主张由执行力强且技术娴熟的算法专家评估大数据系统的有效性、掌控大数据系统的复杂性。此外，我们建议建立监管措施和技术减速带，对敏感教育数据的可存储类型和存储时间设定界限。

无论在教育还是其他领域，都没有简单的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方案。但是通过多重安全措施的确立，我们也许能够限制大数据对我们过去的束缚和未来的剥夺。




大数据将从根本上改变教育



大数据将从根本上改变教育。通过对个人学习状况信息的进一步收集和分析，我们将有能力改进技巧，并且基于特定的学生、教师和教室的具体需求定制教材。无知将不再是逃避教育过程和机构变革的正当理由。有了大数据，教育的性质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这个社会将最终学会如何去学习。

同时，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学习的内容。

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得以进一步加深。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们总是通过观察来审视这个世界，接着提出理论（有关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普遍性观念），再将理论运用到不同的情境中，最终产生一个可以利用数据检验的假设。

那就是支撑人类大多数发现和创造的科学方法的本质（至少在理论上）。然而，一直以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都是既消耗时间又消耗金钱的难题。所以，我们会以尽可能少的数据去解答问题。也许我们并未意识到，是我们手头的信息量决定了我们要问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扩大收集到的数据量时，不仅能够对同样的问题给出更好的答案，而且有能力提出更好的、不同的问题。

大数据帮助我们突破智力上的局限。在线课程、电子教科书和基于电脑的测试让数据采集变得越发便利，我们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积聚着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大数据不一定能对所有事情的原因作出准确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对相关关系的揭示，即大数据只阐述“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但是大数据给予了我们更全面、更精细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复杂性和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




认识世界的新方式



除了在学习方面带来的变化，大数据也预示着我们对世界认识的改变。因为有了大数据，在它的帮助下，我们开始学习在处理问题时，先把珍爱的因果关系搁置一旁。

在与大数据同行的未来，我们仍然离不开理论。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来验证大量的（而不是一个）由计算机算法生成的可能性假设，而不是基于我们事先形成的观念，来逐个验证未来的可能性，这减少了既存认知对我们的妨碍。其中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计算机，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数据验证所有可能的答案，并从中发现最佳的一个；后者认为某人知道答案并通过试错（即使人们不犯那样的错）的方法进行验证。

当我们学习用这种新的方法探索世界时，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它，而我们制定决策的水平也将得以提高。但是这种新的理解，也要求我们接受比过去多得多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而是说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可以确定的事物远比我们原先想象中的要少。

这要求我们采取全然不同的方式培养我们的后代，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细致和不确定，远超我们的预估。然而我们也将发现，探索和研究环境，将比我们预想中的更加开放。




淘汰过去的捷径



人类正在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向黑暗的角落注入新的光芒。我们能比原先更好地观察事物，进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在过去，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变革，当时推动我们进步的是工具、技术，以及数学、科学等学科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新兴理念。大数据只是在黑暗道路上前进的另外一步，这一路走来，我们举着照亮前方道路的火把，但有时也可能会灼伤自己。

这束光芒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小数据时代曾经利用过的知识捷径。这些捷径在多数情况下都颇有效果，即使它们在复杂度和细节性上尚有欠缺。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足以用于解释桥梁的建造和引擎的生产，但却没有精确到能够帮助我们设计实现全球定位功能的GPS系统。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们需要另一个更加复杂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同样地，大数据使我们开始明白：许多用来解释现实世界的所谓法则，其实并不足够准确。这些法则在它们的时代背景下是有效的，解决了当时的需要，就像过去的手动操作杆之于现在的液压泵、过去的绳索滑轮之于现在的机械起重机。但在未来，随着更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这些捷径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个世界更加复杂、更加精确的认识。

以概率为例，在过去，当被问到把一枚硬币抛向空中，其落地时正面朝上的概率有多少时，我们会说一半对一半——那的确是个很好的近似值，然而现实情况却更加复杂，因为每一枚硬币都有细微的不同，而每个人抛掷硬币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了大数据，我们才领悟到每一次抛掷都是一次让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的机会，而不会再去固守一半对一半的理想化捷径。每一次抛掷后，我们都会记录结果来完善预测，这将让我们渐渐地接近事实。

大数据时代将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时代，而不是相信我们通过一条简单捷径就能了解世间万物的时代。我们正快速进入一个这样的时期：每一件我们观察到的事物都能够，并且将被用以积累更多的知识，就像山洞中的石笋那样稳健地生长。

大数据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教学方式（how we teach），还有我们的教学内容（what we teach）。因此，当我们在完善教育过程的同时，也需要对教育内容进行改进。




想象力远比知识更重要



当我们加深对世界的认知，认识到其错综复杂的魅力并且认识到大数据赋予我们发现世界的力量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它的局限。与过去相比，我们更应该了解那些用于探索世界的工具的固有缺陷——即使再小心，这些局限也难以克服或避免。

在学习中，我们也要继续重视那些数据不能解释的事物：由人类的智慧、独创性、创造力造就的理念，这是大数据分析无法预测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

为了使我们的这些品质保持活跃，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我们的非理性、我们偶尔对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反抗意图保留一份特别的空间。原因并不在于大数据本身的缺陷，而是因为：即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学习时代，我们仍然无法掌握所有的问题。




6 追问





利用大数据，我们可以使决策者得以在全面而坚实的经验基础上改善其决策的质量，从而使教育决策从意识形态的偏见中脱离出来。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基础上，在10月的上海会见了迈尔-舍恩伯格教授，并在当面讨论大数据及与大数据密切相关的教育技术革命等诸多话题的前提下，就书中的若干话题求教于作者，恳请其给予进一步的解答和阐释。以下以问答形式呈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阐释。






大数据与学校教育系统的重塑





问：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调整产品与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优化运营和基础设施建设，寻求更多资源支持营业额的增长（如IBM）。对教育领域来说，利用大数据的目的除了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提供教育公平机会之外，还可以在哪些方面也带来益处？




答：
 在教育领域中，由于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正愈益贴近学生个体的需求和偏好，因此大数据能够有助于学生学得更为有效。大数据还能帮助教师针对特定的学生群体调整教学。同时，受益于大数据提供的极具价值的反馈信息，教师也将身兼学习者的角色而不断进行学习。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教育不再被视为主要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单向过程，而成为一种将为包括学生在内的每一个人提供学习、提高和发展机会的场所。用

除了目睹大数据为人类学习带来的这些强大而直接的影响外，我们还会看到大数据将在整体上重塑教育系统，影响整个系统的决策和规划。比方说，大数据可用于合理预测在发展中的城市里设置新的学校和幼儿园的具体位置。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大数据赋予我们重新审视事物的崭新视角，发现那些促使某类学校脱颖而出的因素。例如，我们不仅能够判断职业培训是否为受训者提供了恰当的职业路径，还可以弄清实施职业培训的条件及背景。

过去，在欧洲及北美地区，教育系统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主要决策制定者的偏好，而不是依赖于数据。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做法无法获得最佳成效。利用大数据，我们可以使决策者得以在全面而坚实的经验基础上改善其决策的质量，从而使教育决策从意识形态的偏见中脱离出来。

大数据还将改变教育提供者的版图。在小数据时代，绝大多数教育系统为那些具有悠久历史和重要品牌的已有机构所控制，而新来者则缺乏这些机构所拥有的源于知识和经验的声誉。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着变化。智能手机应用公司多邻国是这一方面的绝佳个案。由于大数据所提供的洞察机会，多邻国这一新的教育提供者能够比许多离线同行提供更好的外语培训。基于公司所收集的人们如何学习语言的数据，多邻国自然比其同行更好地认识到如何最优化地学习一门外语。简言之，大数据将为由原有的和新近的教育提供者所组成的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创设一种厚实的基础，这在学习时间和学习场所正变得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今天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数据重塑教育系统，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随着我们开始认识到源自大数据的力量和价值，我们需要教授学生必要的技能来利用这种价值。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论证的，这就需要获得大数据统计和应用数学以及机器学习和数据碎片处理方面的专门知识；还需要深度理解大数据分析的局限性，以避免陷入数据产生歧义之陷阱。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必须从伦理上来理解，并不是每一次对大数据的利用都是合适的和被允许的。

更为一般的意义是，大数据将改变学生未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并认识这一世界的方式。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努力去收集并分析数据，以丰富他们作出决定时所需的信息。他们还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世界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但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来逐步欣赏这一复杂性，尽管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地掌握它。




大数据关照下的数字鸿沟问题



问：大数据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得数据者得天下”。那么那些数据巨头，如谷歌和可汗学院，与那些无法获取海量数据的机构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否会愈演愈烈？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大数据给个人学习者带来的挑战是什么？会不会使优秀者更优秀，而不会利用数据学习的人改进提高的机会更少，从而加剧数字鸿沟？

答：大数据的最重要部分并不是技术或算法，而是数据本身，其结果是谁拥有了数据或谁接触到数据谁就有强力（huge power）。这至少要冒教育的数字鸿沟之险，但也未必一定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多数学生都会学会使用大数据，因此工具的应用会非常广泛；第二，学校官员和监管者能够设计出政策来缓解这一分界的负面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确实发生的话。

那么教育的数字鸿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那些就读于名校的优秀学生极易接触到更优质的大数据学习系统。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来自名校的位于同一智力水平和取得同样入学考试分数的学生，会比那些只能应用不太优质的大数据学习系统的同伴们学得更多更快且考试分数更高，因为后者就读的学校没有财力提供优质的大数据学习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用最佳大数据系统的学生在学校中会表现出众，而且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也会表现出众。

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境遇，但却又很可能存在于今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最聪慧的学生能到最优质的学校读书，他们在那里获得最多的资源，得到最好的培训；富裕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实施定制教育的私立学校，这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无法获得的教育。这种分界已经存在。因此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寄予大数据比世界上其他方面更多的期望。

当然，缓解教育数字鸿沟的潜能还是存在的。那为什么这又不必然发生呢？因为如果所有学生都获益于大数据，那么我们正在努力改善部分群体的学习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就会小于让所有学生都能享受这样的改善形式的效果。考虑一下计算机和手机吧。当计算机和手机已经成为城市地区人们的主流工具时，一个人是拥有高端的在线iPhone还是中等特征的安卓系统智能手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与过去人们没有移动手机时相比，各类智能手机的差异尽管是真实存在的，但相较于人们从中所能获得的益处，已显得无足轻重。

重要的是，如果教育中的大数据看起来在造就不公平的优势和促成新的不平等，那么公共政策就要跟进了。例如，我们可以说学生拥有自己的数据，而不是大数据教育平台拥有它们。管理者可以要求“数据的便携性”，这样就会造就一种“流动性市场”（fluid market），让学生和学校带来自己的数据并获得服务。这就会削弱大数据和教育集聚平台的力量。

今天，大数据是新事物，就像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看待计算机一样。那时，只有最大的公司才能使用大型且昂贵的机器来处理大型任务，并聘请专家来操作这类机器。但是在今天，计算能力存在于每个人的口袋中，或者说，人们可以像购买水和电一样，向诸如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AWS）之类的云计算公司购买计算能力。教育中的大数据同样如此，它并不只属于最好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它存在于任何地方。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





问：你们在书中提到，反馈、个性化和概率预测是大数据在教育领域有效发挥作用带来的三种重要的变化。从本质上讲，这三种变化是基于大数据的评价带来的。虽然如你们提到，一些政府部门希望建立机制从源头上保证大数据的安全和使用的安全，但是对使用大数据的普通教师、研究者、管理者来说，他们需要具备怎样的资质和能力？




答：
 随着工商企业和机构组织围绕着大数据重建其获益模式、文化和工作流程，日渐清晰的情况是，今天所必需的技能已经不同于在先前环境下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第一个变化是思维方式，如我们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所说的“大数据思维倾向”。这一概念表明，一个人在看待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所有事物时，要从物质事物转向交互作用，并把它看作一个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平台。

如果学校这样做时，它们会重新把自己想象成类似于工厂一样的场所，因为工厂中的所有投入和产出需要尽可能有效地予以测量。但是在这里，衡量效率的尺度是什么才能最好地帮助到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不是对管理者和教师来说最容易做的事情——这是学校系统的诸多方面在过去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大数据的思维模式使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尽其所能地测量、检测所有事物，以便发现为支持学生的进步在怎样的传导功能下做什么才最为有效。

然而，学校管理者在这样做时需要面临第二种挑战，因为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教师和管理者自身要成为“数据脱盲者”（data literate），他们需要知道如何通过阅读图表来追踪学生的进步；他们需要知道如何通过分析概率预测，从而使自己能够解释这对学生意味着什么，并鼓励学生以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工作。

大数据不会破坏教学工作，至多只是改变它们，迫使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合作伙伴。由于教学的某些基础而单调的部分可以为计算机所取代（成为MOOCs，依教学任务或分级考试顺序而确定），教师需要将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带给学生，并成为大数据学习系统与学生之间的连接点（interface）。

第三，学校变革的本质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大数据分析所需的基础设施。因此，学校系统就需要聘用那些能够熟知网络和数据存储的人员，他们是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他们知道如何在建立系统以分享数据的同时注重保护隐私。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能，对于纸质文件和小数据时代的学校而言是全新的。当教育数据未被用来使教学适应个别的学生时，这些职业特性就不会成为学校管理的特征。但到明天它们就会是，因为其目的在于使学校支持并适应为世界培养学生的使命。




大数据与求变且渐变的学校教育模式





问：书中提到可汗学院、MOOCs和“个人的学校”这样的新教育模式，它们显然都特别依赖于从在线教育平台上获取数据。但实际上，学校教育中的面授教育依然占据重要位置，您认为未来的教育模式从整体上说，是不是在线教育在正式教育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如果是这样，那学校教育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答：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校的确需要增加更多的价值。MOOCs虽不会颠覆现有的教育模式，但它将渗透进所有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教师仍然不愿意教授MOOCs，因此只能由教育部门主管指派资历最浅的新教师去任教。然而，如果负责这些基础课程的是一位杰出的教授，则能够更多地启发和激励学生，并通过增强他们对学科的热爱来改变其人生。

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些基础课程均由世界上最优秀的专家来教授，而不是随便碰到谁就由谁来教。MOOCs在大学的导论性课程中和高中层面的基础教学中将大展身手，而最先涉及的科目将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因为在这两门课程中解释和局部敏感问题不那么重要。但MOOCs一定会找到恰当的方式融入所有学科领域。

然而，学校依然会保持面授教学的传统。但既然其他学校都可以接入同一个MOOCs网络，而且这些精品基础课程将出现在绝大多数的教育机构中，那我们学校也必须这么做。在普通课堂层面不会存在什么对立的情况。由于基础课程都是相同的，因此重点的区别就是面授的课堂体验了。

在MOOCs时代，学校需要将比以往更多的思考、关注和财力投入到面授的课堂教学中去。这与197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医学在西方出现的转变很相似。那时，医生的角色在从单一的诊断病情和告知患者病情逐步向人性关怀转变。医生不仅需要向患者解释医疗方案背后的原因，还需要跟踪观察患者经历的每一步诊疗过程。患者需要知情，并能得到权威的答案。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可以遵循同样的方式。虽然传统的师生等级制度仍将存在，但它的严格性将逐渐降低。教师和学生会发现，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角色更像合作者。与教师在一起的时间会更有价值，且更为有效，因为学生可能会得到围绕着概念和方法而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教学以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从而超越大数据系统提出的要求。

学校将要面临的挑战是要挑选、培养、管理并留住那些具备作为一个教练所应拥有的个人技能的教师，而不只是那些仅仅掌握其所教课程的知识的教师。这就需要重新设想未来的课堂设置，并重新设计与之匹配的课程。课堂中的设置需要改变。如果教学是个性化和在线的，不需要教师同时向所有学生教授相同的内容，那还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学生们一排排坐着听课呢？

也许常见的工作台才是最合适的课堂配置。毕竟，学生最终要加入公司，而那里的知识型工作者将会根据在给定时间内所要完成的项目而使用“公用办公桌”（hot desk）。大数据已经改变了教和学的本质，难道这种意识不应该先从学校开始培养吗？




大数据的潜在威胁与可能的应对策略





问：书中还提到在大数据为教育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威胁，如永久的过去（permanence of the past）、规定了的未来（fixed futures）等，你们认为这些威胁是否会成为大数据演进的障碍？应该如何来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




答：
 在教育领域，不加选择地随意使用大数据的确会产生重大风险。举例来说，如果教育机构使用大数据来预测学生个体的职业生涯，然后迫使他们接受这样的职业发展轨迹，那么其父母理所当然地会担心他们的孩子被剥夺了未来。在今天这样的世界里，人们可能不再愿意让自己的个人数据被收集、被使用，因为这些数据有可能被用来阻止人们去学习他们热衷的专业，而不是用于改善学习的过程。在如今这一普遍失信的世界里，不仅数据将越来越难收集，而且人们还可能会提供虚假的数据来“玩弄数据系统”。其结果将是今后依此作出的决策会比现在更糟糕。

在教育领域运用大数据，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在互信的环境中，尤其要得到学生和家长的信任。目前西方的隐私法案在灌输这种信任方面并不是特别的有效。因此，例如在美国有家长抗议数据平台收集和分析学生的敏感信息，就可以理解了。为了让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发挥它的潜力，人们要求新的隐私法案能够规范个人敏感信息的使用，而不是纠结于学生（或家长）是否同意数据被收集。

教育领域隐私规则对于如何使用大数据的新关注，将要求教育组织认识到道德的挑战并采取极其谨慎的行为。这也同样要求监管者确保严格执法。只有当这些要素全部具备时，学生和教师才能够相信大数据会促进他们的学习并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而不是妨碍他们。

此外，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大数据专家——我们在书中称之为“算法专家”。这些算法专家将在大数据分析方面进行专门训练。如果学生和家长察觉到大数据预测出现差错并开始危害到自己，他们就会及时求助于这些算法专家。算法专家必须像医生或土木工程师那样恪守职业道德，包括公正和保密。他们可以要求教育机构授权他们访问数据和算法以验证分析的有效性，这样就可以透视大数据这一教育预测上的黑匣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断曝光大数据应用在诸如教育这样的敏感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算法专家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公众对“大数据会得到正确且恰当应用”的信任，而且还能通过剔除教育系统中的“害群之马”和促进最佳实践的开展，来推动大数据在教育系统中的广泛应用。

对于教育领域中潜在的大数据滥用威胁，这些措施均无法独自提供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然而当这些措施整合起来时，它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得到应用的新世界，从而提高个人的学习，促进人的成长。




大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人的问题





问：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本书（英文版电子书）上市已有数月，至今有无新的动态可以与中国读者分享？




答：
 在过去几个月里，本书（英文版电子书）的问世，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获得了很大进展。那些已经在使用大数据推动学习的个人或机构，如吴恩达和可汗学院，仍在继续这么做。多邻国网站正在有效地帮助全球数百万人学习外语，甚至在服务中又增加了新的语言组件。越来越多的新创公司（startups）正在利用源自大数据分析的商业观察而进入教育市场。

也许是因为畏惧，西方的传统教育机构对于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反应冷淡。这些教育界的掌门人仍滞足于确立一些大数据计划，而不去开创性地思考如何利用大数据来促进教学和学习，并积极应对来自私营的新创公司不断加剧的竞争。

尝试推动现行教育系统及身处其中的学生和家长进入大数据时代的具体实践，往往会遭受重大挫折。卡内基基金和盖茨基金会资助成立了名为inBloom的非营利机构，旨在收集和存储教育数据。inBloom在遭到家长和公众因担忧数据隐私问题而发起的强烈抗议后，只好取消了它在美国若干个州准备实施的计划。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任何人要在教育规划中应用大数据，取得学生和家长对其教育数据可被分析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就像inBloom的失败所显现的，过度复杂的设计会让实施过程显得不够透明，让人难以理解。另外，若无法体现大数据明显的优势，应用大数据也就很难取信于人。

上述案例上了很好的一课：现行的教育机构，若不特别重视学生和家长对于数据滥用与隐私的关注，那么它们在应用大数据方面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那些有可能从大数据应用中获利颇丰的机构，同时也将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面临最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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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这些新形式的补习课程中，学生的表现优于在常规课程中”——Bill Gates, keynote speech,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 Trustees, 44th Annual Leadership Congress, Seattle, WA, October 2, 2013, http://www.gatesfoundation.org/Media-Center/Speeches/2013/10/Bill-Gates-Association-of-Community-College-Trus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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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开始纯粹是为了方便”——Khan, The One World Schoolhouse,
 p. 135. Emphasis in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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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New York: HarperBusiness Essentials, 2011）. Also Clayton M. Christenson, Michael B. Horn, and Curtis W. Johnson, Disrupting Class: How Disruptive Innovation Will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Learns
 （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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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转而使用著名教育科技公司Knewton的适应性学习软件”——Knewton Technology Helped Mor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tudents Succeed,
 Knewton case study, 2013, http://www.knewton.com/assets-v2/downloads/asu-case-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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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的大脑不断忘记那些被认为与当下和未来无关且无用的过往细节”——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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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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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数据时代将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时代”——在大数据领域，有种很流行的贝叶斯统计法（Bayesian statistics），讲的是我们能够不断从新增的资料中学习，这与我们这里所说的颇为类似。

6）“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 An Interview by 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Saturday Evening Post,
 October 26, 1929, http://www.saturdayeveningpost.com/wp-content/uploads/satevepost/what_life_means_to_einste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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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又一次“跨界”了，跨到了一个我并不擅长的教育技术研究领域或与数据科学相关的研究领域，因为我自己还远未成为如迈尔-舍恩伯格教授所说的“数据脱盲者”（data literate）。但作为一名国际教育研究者，我提醒自己要时刻了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国际前沿态势，包括影响教育领域的外部因素如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等。

2008年，我因参与进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前期研究（担任“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子课题组组长）之需，主持翻译了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于2008年出版的《大趋势形塑教育》（Trends Shaping Education
 ）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旨在促使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实践者更多地思考该书所涉及的26个发展趋势及其对教育发展构成的影响。该书第六章涉及数字革命、万维网的广泛使用和走向Web2.0三种趋势，并提出它们分别对教育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是我对信息通讯技术影响教育的最初的特别感受。

2013年，我先后发表了《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启示》（《教育发展研究》2013年第21期，与张燕南合作）和《探索一个新的学习前沿：关于高中阶段设置MOOCs课程的战略思考》（《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1期，与沈祖芸合作）两篇论文。

今年4月，当我得知迈尔-舍恩伯格教授于3月出版了《与大数据同行》的电子书（英文版）时，即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龚海燕副社长联系，希望出版社能引进出版。此后几经曲折，终于在10月初获得了作者首肯，我和张燕南便立即着手翻译此书（我此前已经根据张燕南以往的学习经历而建议她以“如何消除（或缩小）教育数字鸿沟”为主题撰写其博士论文）。

值此书行将出版之际，我要首先感谢迈尔-舍恩伯格教授，感谢他最终对于出版的首肯，以及他对我们访谈的欣然接受——这次访谈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第6辑的主要部分。作为此书出版的一个插曲，迈尔-舍恩伯格教授受邀参观访问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并在华东师范大学作了一场充满激情和睿智、展望学习与教育之未来的有关大数据的讲演。

我要感谢为本书撰写推荐序的美国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克莱·舍基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黎加厚教授。尽管克莱·舍基教授近期的教学和写作任务十分繁忙，但对我请他为本书作推荐序的请求慷慨应允。黎加厚教授为国内基础教育界最为知名的教育技术、信息技术领军人物之一，与我虽相识多年却见面甚少，但他一收到我的邀约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来了非常专业的推荐序。

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对我学术研究的支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引进出版本书所给予的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尤其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李永梅社长的亲力亲为，感谢策划编辑何佳憶女士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全程帮助，感谢审读编辑王悦女士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专业精神。他们都是幕后英雄！没有以上提及的各位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工作，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版此书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要感谢我曾经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肖玉敏博士，她是我在遇到有关教育信息技术诸问题时首先要求教的一个人。她的博士论文探讨研究的正是校长的（信息）技术领导力，而且她长期致力于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我还要感谢从未谋面且不知姓名的各位微信朋友，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投票，才使得我所提议的书名——“与大数据同行”最终在五个候选书名中胜出。

撰写译后记的今天，恰逢感恩节，我感谢长期以来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所有人！

因受水平所限，本书译文中可能还会存在不当之处，恳盼指正（邮箱zjzhao@gec.ecnu.edu.cn）。

赵中建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201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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